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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is paper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entrepreneur' s inspirit(or moral value)and the social capital accumulation of his enterprise.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sociology , the paper makes a probe into the topic from the fol-

lowing four dimensions:The detaching process of the ethical behavior from the economic analy-

sis , the integrating process of the entrepreneur' s inspirit with sociological analysis ,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entrepreneur' s ethical behavior and the social capital accumulation of

his enterprise , and the influence from the enterprise' s social capital on the development of so-

ciety.Through the study of this article ,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more the social capital of an

enterprise has , the more beneficial it is to both the enterpris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society.

　　“资本”及其实物形态的变化过程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范畴: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 、土

地和资本三要素 ,到新古典经济学引入企业家管理才能变成四要素 ,经济学关注的资本始终是

可以量化分析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而对于难以量化分析但对经济运行又确有重大影响的

非经济因素 ,经济学家却采用“假设其他情况不变”的方式将其排除在模型之外 。而从社会学

角度来看 ,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的个人品行以及企业家的社会声望等非物质资本是企业的社会

资本 ,这些社会资本对企业以及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因此 ,本文拟从经济

社会学入手 ,对企业家的伦理行为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加以深入探讨 。

本文所使用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基于个人品行即信任而产生的动员社会稀缺资源的能力 。

企业家伦理行为在经济学分析中的缺失: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

企业家的伦理行为或企业家精神属于影响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 ,一般不属于主流经济

学探讨的范畴。但是 ,也有学者比如查尔斯·维尔伯等经济伦理学家认为 ,经济学家应该吸收

伦理学思想 ,因为伦理价值观有助于经济学家建立自己的研究范式 ,解决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

问题即现实经济怎样运行以及应该怎样运行的问题(维尔伯曾详细地讨论了关于伦理学介入

经济学的三种不同方式 ,见Wilber ,1998)。但是 ,自从 20世纪 30年代那场著名的经济学方法

论之争后 ,主流经济学逐渐抛弃价值观 ,伦理学与经济学逐步分离 ,使企业家精神这一影响企

业发展方向的重要变量从主流经济学分析中逐渐消失 。

经济学为了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而逐渐摆脱伦理学 ,这对经济学作为一门了解人类经济

行为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壮大是极其不利的。伦理学者道格拉斯·维克斯认为 ,由于排除了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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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 ,经济学正变得日趋贫瘠(Vickers , 1998:1509-1910)。维克斯认为 ,在亚当·斯密和大卫·

李嘉图的作品中 ,道德关怀是非常明显的;19世纪末 ,由于边际革命的兴起 ,道德关怀消失大

半;而到了 20世纪 30年代 ,由于经济学中逻辑实证主义的发展 ,道德关怀几乎完全从经济学

中销声匿迹了。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只关心能用货币计量的物质福利 ,以帕累托为

代表的新福利经济学则进一步将资源的最优配置置于经济学的核心地位 。实际上 ,古典经济

学所讨论的福利不仅包括物质福利 ,还包括精神福利 ,比如边沁曾分析了 15种基本的快乐与

痛苦 ,其他所有的快乐与痛苦都可以被认为是这些基础集的组合 。在这些基础集当中 ,与精神

福利相关的快乐包括“与他或他人存在良好交往……的快乐” 、“声誉的快乐” 、当“善举的对象

享有快乐时的快乐”(贝克尔 ,1995:300)等等 。显然 ,在古典学派那里 ,人际交往或伦理行为构

成福利函数的组成部分 ,社会互动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个人的效用水平 。

我们以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又译约翰·密尔)、凡勃伦和熊彼特三位经济学家为代

表 ,分别探讨伦理判断如何退出经济学舞台。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史称小穆勒)是 19世纪晚期古典学派的集大成者 ,其思想深受

其父詹姆斯·穆勒(史称老穆勒)、边沁和孔德等人的影响。在《论自由》一书中 ,小穆勒提出个

性和自由乃是人类福祉的两大基本因素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可用两条格言加以概括:第一 ,个

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 ,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他人如果为了自己的好处可

以对其进行规劝甚至远而避之 ,这就是社会对其行为不满所能采取的正确措施 。第二 ,关于对

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 ,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 ,并且还应当承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 ,假如社会

认为有必要采取惩罚措施来保护它自己的话(密尔 ,1982:102)。他还指出 ,缺乏个性和自由是

中国未能走在世界前列的主要原因 ,这一论断被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再次证

实。①

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是制度学派的创始人 ,而制度学派一般被认为是离社会学最近的一

个经济学分支 ,因为它使用制度 、习俗 、文化等社会学常用的概念工具来分析经济现象。在《有

闲阶级论》中 ,凡勃伦从社会互动角度分析了人类积累财富的社会心理动机 。他认为 ,人们之

所以会贪得无厌地追求财富 ,并非因为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生存竞争 ———因为现代工业的生

产工艺如此先进以致于其生产能力早已超过维持生活和享受生活需要的限度 ,而是因为占有

财富就博得了社会荣誉。凡勃伦说 ,“如果要在社会上获得相当声望 ,就必须从事于取得财产 ,

累积财产。一旦累积的财物在这样情况下成为能力的公认标志 ,财富的保有就必然成为博得

尊敬的独立的 、确定的基础 ,就必然具有这一性质……拥有财富 ,起初只被看作是能力的证明 ,

现在则一般被理解为其本身就是值得赞扬的一件事 。财富本身已经内在地具有荣誉性 ,而且

能给予它的保有者以荣誉”(凡勃伦 ,1997:25)。

凡勃伦的功利主义积累财富的思想被美国经济史学家熊彼特发挥到极致。熊彼特认为 ,

虽然个人行为总是要受到社会习俗等制度因素的限制 ,但是企业家的行为却“不那么依靠传统

和社会关系” ,因为企业家的独特任务就在于创新 ,在于打破旧传统 ,创造新传统 。由于创建一

个新企业或实行一项新计划需要更多的自觉理性 ,所以典型的企业家是“最理智和最以自我为

中心的人”(熊彼特 ,1997:102)。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这种理性行为特征不仅体现在其经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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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布罗代尔在其《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中指出 ,中国的商品交换是一方无峰无丘 、削平了的地盘 ,这是中国资本主义
未能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布罗代尔 , 1997:22)。



动上 ,也可以推广到其经济行动的文化道德和社会后果上。由于过于追求财富 ,典型的企业家

甚至不符合标准的“经济人”的画像 ,因为他们不是在努力取得的成果与努力所带来的负效用

相等时停止努力 ,而是在其身体 、精力消耗殆尽时 ,才会退出经济舞台 。

那么 ,企业家殚精竭虑地追求财富 ,其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熊彼特将其归纳为三类:首先 ,

企业家拥有一种梦想并有一种坚强的意志要去寻找一个私人王国 ,一个现代人通过商业上的

成功可以企及的最接近于中世纪封建贵族领主的地位 。对于没有其他机会获得社会声望的人

来说 ,它的引诱力即权利和独立的感觉是特别强烈的。其次 ,企业家具有征服的意志 ,具有战

斗的冲动即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 。因此 ,企业家追求成功并非为了成功的果实 ,而是为

了成功本身。在金钱竞赛过程中 ,金钱上的输赢是次要的动机 ,而社会野心即超越别人逐渐成

为最重要的动机 。最后 ,企业家又名冒险家 ,企业家行为的最大特点是乐于冒险并善于冒险 。

在现实生活中 ,风险和不确定性无处不在 ,绝大多数经济主体都是风险厌恶者 ,只有企业家是

风险爱好者 ,因为风险越大可能获得的利润就越大 。冒险过程伴随着创造的快乐 、把事情办成

的快乐 、或者只是施展个人才能和智谋的快乐 。这类动机广泛地存在于人类行为之中 ,但是它

在企业家的行为动机当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熊彼特 ,1997:103-104)。

企业家伦理与企业家精神:社会学与伦理学的融合

上述分析表明 ,经济学所关注的企业家(及一切经济主体)是其行为的理性特征方面 。“理

性”是古典经济学和古典社会学等许多学科领域共同关注的话题 。当代经济社会学家斯维德

伯格认为 ,在经济学以外的学科当中 ,理性一般被当作一种变量来探讨 ,只有在经济学当中 ,理

性才被当作一种前提假设 、一种固定的行为特征而贯穿于一切经济模型之中(Swedberg , 1998:

135)。社会学对企业家行为的探讨超越了经济学的狭隘界限:它一方面肯定了企业家行为当

中的理性因素 ,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企业家行为当中的伦理道德因素。将企业家伦理与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进行理论研究的典范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 ,对企业家(及一切经济主体)的行为做了宗教

上和伦理上的分析 ,认为贪欲或赚钱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因为贪欲是一切社会一切主

体的共有特征 ,资本主义精神与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赚钱欲望的发展程度 ,而

在于经济主体尤其是企业家群体所奉行的伦理准则。韦伯在书中 ,曾大段摘录本杰明·富兰克

林的格言 ,认为富兰克林所宣扬的不单是发财致富之道 ,而且是“一种奇特的伦理” 。比如 ,富

兰克林认为 ,信用就是金钱 ,善于准时偿付借款的人是别人钱袋的主人 ,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

分琐屑也要尽力避免 。除了勤奋和节俭之外 ,与他人交往守时公正并奉行诚信原则对年轻人

立身处世最为有益(韦伯 ,1987:33-35)。韦伯认为 ,富兰克林思想当中不仅包含了从商的精

明 ,还蕴涵了一种精神气质 ,即近代资本主义精神气质 。资本主义在中国 、印度 、巴比伦 ,在古

希腊 、罗马和中世纪都曾存在过 ,但却因为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而未能发展壮大 。

那么 ,韦伯所极力推崇的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是什么呢? 概括而言 ,它是“一

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韦伯 ,1987:41)。信奉这种生活准则的人认为 ,个人有义务

对自己的职业活动负责任而不管职业活动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从企业家角度来看 ,具有资本

主义精神气质的企业家就应该具有这样一种伦理观念 ,即认为个人有责任增加自己的资本 ,而

且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生活的目的;一个人是为了他的事业而生存 ,而不是为了生存才去经营事

业。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理想类型 ,不是依靠世袭的财产和贵族封号而获得社会地位 ,而是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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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努力 ,依靠精打细算 ,依靠既节制有度讲究信用 、又精明强干敢想敢为的企业家精神才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除了信奉禁欲主义的伦理道德准则之外 ,新型的企业家还应具有如

下品质:超乎寻常的自我控制能力 ,洞若观火的远见和行动能力 ,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和组织

劳动的能力 ,以及因为高度发展起来的坚定不移的伦理品质而在其顾客和工人中间赢得不可

或缺的信任的能力。韦伯认为 ,表面上看 ,从冒险家和投机商向新型企业家的转变过程并不引

人注目 ,但这一转变过程却对资本主义精神渗透到经济生活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既然资本主义精神已经决定了经济生活 ,那么它就通过适者生存的经济过程教育着 、选择

着它所需要的经济主体。反过来说 ,一种适应资本主义各种特性的生活态度最终能够得到选

择并左右其他方面的生活态度 ,那么 ,这种生活态度在形成之初就不可能起源于若干孤立的个

人 ,而只能是一种为一切人群所共有的生活方式。除了企业家 ,劳动者等其他社会群体也必须

具有高度的自觉理性才能适应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韦伯认为 ,低工资并不能实现高利

润 ,因为低工资意味着某些生理需要不能得到满足 ,因而必然降低劳动生产率。而高工资与高

生产率却有内在联系 ,因为高工资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① 此外 ,廉价劳动力虽然有利于生产

上量的扩大 ,但却不利于生产上质的提高 ,尤其不利于向高强度 、高效率的现代企业类型过渡 。

当然 ,高工资有可能导致高效率 ,但是并不必然导致高效率 ,因为劳动必须被当作一种绝对的

自身目的 ,当作一项天职来从事。在此 ,韦伯再一次将资本主义精神引入劳动者群体 ,具有资

本主义精神气质的劳动者必须是这样一种群体:专心敬业 、廉洁自律 ,既忠于职守又富于创新

精神。这种理想类型的劳动者与理想类型的企业家结合在一起 ,共同构成韦伯所谓的理想类

型的资本主义即理性资本主义 。

因此 ,“理性”是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前提 , “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

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 ,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对于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立场中演绎出来”(韦伯 ,

1987:56)。对于韦伯而言 ,宗教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去寻找“理性”思想的精神源泉 ,寻找人们以

某项职业为天职并自觉献身于该项事业的精神力量 。韦伯发现了这种力量 ,它就是新教教义

中的禁欲主义伦理思想 ,这种伦理思想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根本基础:它决定了人们的行

为方式 ,影响了社会经济的组织方式 ,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 。

企业家的伦理行为与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经济学与社会学的比较分析

资本主义 ,无论采取何种形态 ———无论是理性资本主义还是官僚资本主义 ,其核心内容都

是围绕“资本”而运转的一种组织制度或行为方式。布罗代尔曾经指出 ,只有将“资本主义”与

“资本” 和“资本家”两个术语联系在一起才能确定前者的含义 。布罗代尔认为 , “资本”是可触

知的现实 ,是一整套容易鉴别的资源 ,处于无休止的运作之中;“资本家”是筹划或试图筹划将

资本纳入连续不断的生产过程之人;“资本主义”大体上是通常很少出于利他目标的一种营营

不息的行事方式(布罗代尔 ,1997:32)。熊彼特则认为 ,资本是一种杠杆 ,企业家借此杠杆可以

控制他所需要的各种具体商品 ,因此 ,熊彼特将资本定义为“可以在任何时候转交给企业家的

一宗支付手段的数额”(熊彼特 , 1997:129 、136)。从经济学角度来看 ,资本是一些具体的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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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效率工资理论” ,由著名的经济学家索洛 、夏皮罗和斯蒂格利茨等人于 20世纪 80年代正式提
出。虽然该理论的分析工具比较前沿即使用信息经济学关于雇主和雇员拥有的信息不对称的方法来论证高工资
与高效率之间的因果关系 ,但从结论上看 ,社会学家韦伯早在 20世纪之初(写出本文的时间为 1904-1905年)即已
提出了效率工资思想 ,这不能不令当代经济学家汗颜。



增值的资产 ,资本依其所有者可以划分为私人资本和社会资本 ,后者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点

上所持有的商品储备总量 ,在性质上它与私人资本并无差异 ,因此我们可以粗略地认为社会资

本概念在经济学中是不存在的 。①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 ,资本不仅表现为一些具体的有形物品 ,而且还可以体现在企业所拥有

的人际关系上:企业所有者个人及其所领导的决策群体的社会声望是企业所拥有的社会资本 ,

相对于物质资本或“物质”杠杆而言 ,这些基于个人品行而产生的社会信任是企业家动员社会

稀缺资源的“精神”杠杆。由此 ,经济社会学将社会资本引入企业的生产函数之中 。如果说 20

世纪 60年代以前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是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类要素组成的话 ,那

么 ,20世纪 80年代以后新经济社会学则将生产函数扩展为物质资本加人力资本再加社会资

本三类要素组成 。假设用 pk表示物质资本 ,用 hk表示人力资本 ,用 sk表示社会资本 ,用 YE

代表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函数 ,用 YS 代表新经济社会学的生产函数 ,则新古典经济学和新经

济社会学的生产函数可以分别表示为:

YE =f(pk+hk)　　YS =f(pk+hk+sk)

从上述生产函数构成内容来看 ,经济学关注的是物质资本对产出的贡献率 ,即使马歇尔

(Alfred Marshall)将企业家的管理能力 、舒尔茨(T.W.Schultz)将人力资本变量引入生产函数 ,经

济学家所关注的仍然是经济主体(包括有才能的企业家及受过良好训练的技术工人)的具体管

理及操作能力。也就是说 ,经济学所强调的始终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人对物的控制

能力 ,而社会学所引入的社会资本变量强调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是作为企业的领导者即

企业家的个人品行对企业的生产函数所产生的影响力 。那么 ,企业的社会资本本身又是由哪

些变量构成 ,各种变量之间又有哪些内在联系呢?

目前 ,学术界主要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社会网络或社会联系 , ② 企业的社会资本即是

企业的社会联系 ,比如边燕杰等人曾将企业的社会资本定义为企业的经营者通过社会联系而

获得的支配社会稀缺资源的能力 , “稀缺资源”主要是指权利 、地位 、资金 、财富 、学识 、机会和信

息等等 , “社会联系”包括纵向联系即与上下级领导及所属企业之间的联系 ,横向联系即与其他

企业之间以及与社会其他部门之间的一般社会交往和社会联系等等(边燕杰 、丘海雄 ,2000)。

本文认为 ,社会资本的本质内涵是信任以及因信任而产生的社会声望或社会权威。从社会学

角度来看 ,社会交换有三种动机:爱 、无知和恐惧 ,在笔者看来 ,无知和恐惧主要源于信息沟通

障碍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应该变为次要的动机 ,而“爱”则应该成为社会交换最主要的动机 。

良好的个人品行是信任 、声望和“爱”产生的伦理基础 ,企业的社会资本就是因企业家良好的个

人品行而产生的动员社会稀缺资源的能力 ,它通过企业的社会交换能力表现出来。因此 ,我们

以企业为圆心 ,依据企业可以实现的社会交换的距离和密度将企业的社会资本划分为企业外

部社会资本和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两大类 。

企业外部社会资本是指企业对外交往以及取得外部资源的能力 ,主要包括企业的社会网

络和共生契约。

社会资本具有多种表现形式 ,但一般认为社会网络是其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朱国宏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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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其仔曾将社会资本的定义归纳为四种:第一种是指社会网络 ,第二种是指社会规则 ,第三种是指规则 、网络与信
任 ,第四种是指蕴于社会结构之中的个人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张其仔 , 2001:59-61)。

熊彼特认为社会资本概念可以从真实资本概念中引申出来 ,但仅仅作为私人资本加总才有意义。 除此之外 ,资本
作为支付手段只有在私人手里才能发挥资本的作用 ,因而讨论社会资本是没有意义的(熊彼特 , 1997:137)。



139;张其仔 ,1997:54-58)。企业的社会网络是指企业在产品的产购销过程中与其他贸易伙

伴所发生的一些长期性和重复性的社会联系 。社会网络对企业生产函数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两

种效应:一是网络规模越大 ,能为企业提供的信息 、资金等稀缺资源就越多;二是网络密度越高

即网络成员之间的互动越频繁 ,为企业提供的社会资本的质量就越高。对于第一种即网络规

模效应 ,学界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 。对于第二种即网络密度效应 ,目前还存有争议。① 我们认

为 ,网络密度与社会资本正相关假设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论证。

其一 ,从社会互动角度来看 ,网络密度较高意味着网络成员之间保持较为紧密的联系 ,在

联系密切的网络中 ,成员之间一般都保持较高的互惠性期望和较为明确的惩罚性规则 ,因而网

络能为成员提供真实的收益(或成本)。其二 ,从经济学实证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提供许多经济

交往的经验数据对此加以经验支持 。比如 ,在世界贸易发展史上 ,贸易格局曾发生如下规律性

变化:二战之前 ,世界贸易主要发生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二者之间的贸易数额占世

界贸易总量的 50%左右;而在 20世纪 60-80年代 ,这一比率下降到 26%-34%,发达国家之

间的贸易数额跃居世界首位 ,占世界贸易总量的 45%-55%,这种趋势一直保持到当代(姚曾

荫 ,1987)。笔者认为 ,贸易网络虽属经济网络 ,但它的变化趋势同样可以说明社会网络的发展

规律 ,因为无论是经济网络还是社会网络 ,促使其发展并导致其结构发生裂变的根本动力只有

一个 ,这就是社会分工。由于社会分工不够发达因而行为主体需要资源互补 ,所以产品互补性

的贸易(发达国家与发展国家之间的以制成品与原材料相交换为主的贸易形式)成为战前贸易

的主流;而当社会分工有了高度发展之后 ,人们更需要在文化 、技术 、社会意识形态相同或相似

的起点上进行沟通和交流 ,因而在竞争基础上进行的合作性贸易(发达国家之间的以制成品相

交换为主的贸易形式)就成为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特征 。笔者认为 ,密度较高的社会网络

拥有相似但并非完全相同的资源 ,这些资源更为其网络成员所急需。反过来说 ,正因为行为主

体需要某种资源 ,而这种资源又恰好被其网络所拥有 ,所以行为主体才需要同其网络成员发生

频繁互动 ,因此 ,密度较高的网络必定对其成员提供较多或质量较高的社会资本。

共生契约相当于一种攻守同盟 ,它是在经营同类产品的企业之间为了共同利益而建立的

一些书面或口头协议 。共生契约可以帮助契约中的企业学会在市场竞争中生存 ,减少市场交

易成本 。但对契约之外的企业而言则是增加了交易成本 ,因为攻守同盟为网络内部的企业撑

起一把保护伞 ,同时为网络外部的新生企业进入该行业设置了一道壁垒 ,因此一般认为共生契

约增加了网络内部成员的社会资本 ,同时增加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 ,而交易成本一般会减少

社会福利。但也有学者认为 ,对于交易成本概念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 ,比如克莱姆·蒂斯德尔

认为 ,市场交易成本可以增加某一市场的稳定性 ,因为在一个完全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体系中 ,

尤其在一个允许企业自由进入和自由退出的完全竞争市场中 ,过度的经济自由会产生“滚石”

(rolling stones)现象:大量“滚石”即短期投资者和经营者频繁地进入或退出某一市场 ,不仅对市

场价格稳定从而对消费者利益不利 ,而且还可能印证那句古老的谚语:“滚石不生苔 ,转业不聚

财” ,从而最终影响一个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Tisdell , 1996:255-256)。

企业内部的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三大要素 ,依其对企业生产函数的贡献率可以将其排序为:

企业家个人品行 、员工个人品行以及企业产品的社会形象。

68

① 边燕杰等人在讨论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时 ,提出社会网络密度与社会网络资本总量呈负相关的假设(边
燕杰 、李煜 , 2000:7)。



企业家(包括企业的决策群体)的个人品行位于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三要素之首 ,而企业外

部社会资本又是依靠企业内部社会资本推动 、建立和扩张的 ,因而企业家个人品行实际上变成

企业社会资本之中最重要的变量。那么 ,企业家的个人品行又是由哪些因素构成的呢?

笔者认为 ,企业家的个人品行主要是指企业家的伦理道德行为 ,包括前文所述的各种行

为。除此之外 ,还可以从社会互动角度 ,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个人道德水平的培养过程:一是

从先赋资本角度来看 ,遗传及家庭(或家族)声望对个人品行具有重大影响 ,前者决定个人的可

教育程度及可塑性大小 ,后者则是个人社会资本的先天占有量 ,它可以是正数(当家庭声望较

高时),也可以是负数(当家庭声望较低时)。二是从社会交往角度来看 ,受教育程度及工作经

历都可以塑造个人气质 ,较高的文化素质有助于增加个人的社会责任感 ,所谓“儒商”即被引申

为品格高尚的 、胆识才能俱备的 、言行一致的儒雅之士(马涛 ,2000)。工作经历是个人实现社

会交往或与他人发生互动的主要形式 ,库利曾把人的生命归因于两个因素即遗传和社会 ,认为

“人的社会生命起源于与他人的交流” , “人类本性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可教育性”(库利 , 1989:8 、

21),正是社会交往不断地改变和塑造着个人的品行特征。

员工个人品行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员工的敬业精神方面。员工的工作成

效只要符合企业工作标准就应视其为合格职工 ,但经验研究表明 ,在许多成功的大企业当中 ,

职工的努力水平常常超过企业要求其达到的努力水平 ,效率工资理论对此给出了较好的解释 。

但是 ,阿克罗夫(George A.Akerlof)认为 ,职工并非根据正规的 、制度化的工作标准来工作 ,而是

根据非正规的努力准则来工作的 ,这些努力准则并不是个人拥有而是集体所共有的 、源于职工

之间的情感比如友谊 、或者出于职工对企业的情感比如忠诚而产生的一些不成文的规定 。职

工按照这些标准工作 ,其劳动成果超出企业标准的余额相当于职工送给企业的礼物。作为对

员工超常努力及其高昂士气的一种奖励 ,企业回赠给员工以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即效率

工资 ,这样 ,在企业及其员工之间就实现了“礼物交换”(袁志刚 ,1997:142)。从阿克罗夫的礼

物交换模型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社会规范(social norm)对员工及对企业双方的内在影响 ,具有

互惠性质的社会规范内化于员工及企业家的伦理道德之中 ,对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积累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

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的第三个变量是企业产品的社会形象也即通常所说的“品牌效应” 。产

品作为人类劳动的物化凝结 ,本身没有思辨能力或行为能力 ,从表面上看与本文所采用的以

“信任”为核心思想的社会资本概念似乎相去甚远 。但是 ,笔者认为 ,产品作为人类劳动的物化

形态反映了其生产者的价值理念 ,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并流向市场 ,企业家及其员工的伦理思

想就会通过这一媒介形式传递给消费者 。如果说企业家及其员工的个人品行是“静止的”社会

资本 ,那么其产品则是“流动的”社会资本 ,它会无声地传递企业的价值理念 ,为企业带来巨额

物质资本 。关于产品信誉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信息经济学奠基人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J.Sti-

gler)曾有简短而精彩的描述 ,他说“商誉”这个概念 ,可以定义为“顾客无须不断搜寻(即只须偶

尔核实一下)就会不断光顾”(施蒂格勒 ,1996:82)。信誉可以保证消费者对于某种品牌产品的

信心 ,节约消费者的搜寻成本 ,有助于增加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的经济福利 。

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的意义

有关社会资本对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影响的话题国内学术界讨论颇多 ,见张其仔(1997;

2001)和李惠斌 、杨雪冬(2000)等。在本文中 ,我们将企业家的伦理行为即企业家的个人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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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企业的社会资本变量之中 ,又将社会资本引入企业的生产函数之中。那么 ,企业家的个人

品行对经济增长及社会发展具有哪些影响呢 ?我们将其归纳为两种效应。

第一是内生增长效应 。

本文认为 ,在企业的生产函数当中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产出增长的“硬件” ,社会资本

则是经济增长的“软件” , “软件” 与“硬件”的关系是:社会资本借助于人力资本并通过人力资

本作用于物质资本而提高企业全部资本的生产效率。虽然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内化于经济主体

的伦理道德是无形的 ,但是其载体却是有形的 ,在本文中这些载体就是企业家及其员工。本文

的分析表明 ,具有勤俭敬业 、诚实守信等道德品质的企业家及其员工的伦理行为是经济增长的

内生动力 ,而一定时点上企业家及员工作为一个整体其行为方式又受过去人们的行为方式的

影响 ,也就是说 ,在一定时点上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社会资本存量的大小要受过去人们行为

方式的直接影响 ,并对现在及未来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巨大影响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说

个人品行对经济增长具有内生效应 。

第二是向外溢出效应 ,它有两层涵义。

首先 ,由于企业家及企业产品良好的社会形象会引起其他经济主体的模仿行为 ,从而使良

好的个人品行具有扩散效应。经济学家阿克罗夫和曼斯基(Charles F.Manski)等人曾经分别对

社会互动中的个体行为做过深入研究 ,结果发现“身份”(identity)具有激励作用 ,人们会有意识

地选择理想的身份并按理想的标准去行动。美国社会学家库利也对人的“社会自我”意识做过

心理分析 ,认为荣誉感是一个人最基本 、最真实的自我 ,“生命对荣誉的追求在人类行为中绝不

是一种浪漫的需要 ,而是真正达到人性水平的标志 ,是人类特有的东西”(库利 ,1989:153-

154)。进入更高级的群体 、受到更多的人尊重 ,这种动机遍及一切人类 ,它会促使人们遏制自

己的不良行为 ,按照理想中的企业家的行为模式去行动 。

其次 ,社会资本的本质内涵在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信任程度越高 、信任范围越广 ,

社会资本的质量就越高。良好的个人品行首先是互动之中他人信任的基础 ,同时也意味着主

体对他人的信任 ,也即主体对彼此诚实的作风 、互惠合作意向具有确定性的预期 。只有诚信扩

展为社会交往的普遍原则 ,信任超越了亲情和人情的狭隘界限变成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 ,一

个国家才是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之国 。①

通过本文研究我们可以认为 ,只有当社会信任遍及人类一切交换行为 ,只有当法律法规等

“硬性制度”仅仅作为他律用以约束少数人的行为 、当社会信任成为“看不见的手”作为自律自

发地约束多数人的行为 ,只有那时我们才能认为社会交换已经接近“帕累托最优”即最有效率

的交换状态 ,我们孜孜以求的市场经济才不仅具有形似而且具有神似:因为只有社会信任才是

市场经济的真正灵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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